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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对中国雾霾
的报道特点及外宣应对
侯晓素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近几年，“雾霾”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热词”，雾霾

天气频发，不仅牵动着国内民众的神经，也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国际媒体争相对其进行报道。当代社会，国

际新闻媒介的报道，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和言论

中所呈现出的虚拟形象，对于一国国际形象的建构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西方媒体如何反映和解读中

国雾霾问题，对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雾霾等话题的对

外报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外媒所呈现的中国雾

霾镜像，笔者选取美国代表性媒体《纽约时报》2013年

以中国雾霾为主题的报道进行研究，并提出中国媒体的

应对之策。

《纽约时报》2013年有关中国雾霾的报道
通过专业数据库检索发现，2013年《纽约时报》共

发表以“中国雾霾”为主题的报道38篇。报道所涉及的

主要议题有：污染状况（37次）、危害和影响（22次）、

原因分析（10次）、治霾政策和举措（8次）。就报道内容

而言，《纽约时报》的中国雾霾报道主要呈现出以下几

个特点：

重点聚焦中国雾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38篇报道中

几乎每一篇都在直接或间接强调中国雾霾的严重程度。

有过半数的文章重点提到雾霾会导致人类患病、寿命缩

短，尤其是严重威胁婴幼儿健康，此外还会影响正常的生

活秩序，甚至使邻国深受其害等。

少数文章对中国雾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被提及较多

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也偶有文章认为是

受到地形和特殊气象条件的影响，但会注明这是中国政

府或媒体给出的解释。

对中国政府应对举措的关注度较低。相关报道中几

乎每次提及，落脚点都是转而强调“政府迫于民众压力而

为之”，客观评价寥寥，反倒一再对中国治霾举措的有效

性提出质疑。

外媒对中国雾霾的“误读”和“偏见”
笔者在认真研读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发现，其并

未如实客观地报道中国雾霾问题，而是带着对中国政治

制度的固有偏见剖析中国环境问题，带有较大程度的“误

读”。

对雾霾状况的描述带有渲染成分。《纽约时报》对中

国雾霾问题的报道并没有恪守西方媒体所宣扬的“客观

平衡”原则，而是存在明显渲染夸大的成分。其报道中频

繁使用“骇人听闻的”“糟糕透顶的”“无法形容的”“高

危的”及“末日般的”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且极端负面的

词汇凸显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甚至还有记者结合自身

经历称，“在被派往中国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

记者。在那里，外国记者们不停地谈论各种可能致人死亡

的方式——汽车炸弹、枪战、被绑架后遭到斩首。我在这

些威胁中活了下来，却发现现在自己在揣测：生活在中国

是否正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里的环

境危险太厉害了，而且其后果可能会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

才显现出来。”如此言过其实又带有渲染性的描述会对受

众心理造成极大冲击。同时，《纽约时报》还有意无意地

忽略了对中国雾霾相对理性的解读以及富有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片面选择负面事例和观点，并反复强调，用以

证明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这种看似简单的处理却极

大地强化了表达效果，无形中使其报道中暗藏的倾向性

左右受众的认知。

对中印空气污染问题区别对待。印度作为一个发展

中的人口大国，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具有相似性，而且印度

现阶段也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甚至比中国更为严重的空气

污染问题。《印度斯坦时报》曾援引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

比亚大学2014年初出炉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称，“按

空气污染水平排名，印度在全球20大经济体中排在倒数

第一，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PM2.5平均值最高的国家。”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纽约时报》却没有像“紧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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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一样去关注印度的空气污染问题。笔者以同样的方

式和渠道检索发现，《纽约时报》在2013年只有一篇关

于印度雾霾的报道。尽管这篇名为《你认为北京的空气糟

糕？那去新德里试试》的报道也承认，“新德里的空气污

染水平不止一次远超北京，且印度政府对此无动于衷。”

但《纽约时报》不但没有对印度政府的“不作为”提出更

多的批评和指责，甚至没有像对待中国一样紧紧揪住印度

空气污染问题不放。不知其“醉翁之意”是在雾霾本身，

还是在有意针对中国？

存在环境问题“政治化”的倾向。研究《纽约时报》

的报道发现，它很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中国，空气

污染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且属于敏感的政治议题。该

报多次从权力斗争和党内腐败等政治视角解读中国雾霾

问题，甚至直接将雾霾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障碍归咎于

中国的政治体制，认为应该为中国的空气污染等环境问

题负责的是“一党专政”。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在30
年前就指出，“（美国媒体）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通常不

会严格遵循客观与超然的规则，而且在国内新闻当中会被

认为是不合理、不恰当的鲜明价值判断却可以出现在对世

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报道中。”①这似乎也

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在解读中国雾霾问题时，《纽约时

报》未能摒弃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刻

板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偏见。

主动掌握话语权，消解外媒之“误读”
《纽约时报》对中国雾霾的“误读”式报道无论主观

目的和背后的真正原因如何，客观上都将有损中国的国家

形象。为破解当前不利局面，中国媒体需主动发声，掌握

解读中国环境问题的话语权，对外说明为雾霾所困扰的

中国的真实状况。

主动发声，及时说明空气污染状况。环境问题作为一

个全球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传播不当

极易引发社会恐慌。我们的报道不仅要讲究时机，还要关

注传播的方法和技巧。中国现阶段的确面临较为严重的空

气污染问题，这是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

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遮掩回避。而是应该主动发

声，及时对外说明空气污染状况。以此赢得外界的信任，

掌握引导境外舆论的先机。如果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未能

及时、有效地提供权威信息、说明事实真相或对外界疑虑

进行有效回应，一些西方媒体发出的不符合事实或不负责

任的报道，甚至恶意散播的谣言就会借机而入，对我造成

不利影响。负面影响一旦形成，再想扭转将非易事。

平衡报道，全面阐释治霾举措和成效。近几年，中国

政府对环境问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不仅多次公开表达了治理环境的

意愿和决心，而且相继推出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政策和措

施来应对空气污染等问题。对此，《纽约时报》却很少提

及，而且在少数几篇相关报道中，也是带着有色眼镜审视

和评论中国政府的行为，认为是其迫于民众压力不得已做

出的让步。《纽约时报》选择性忽略淡化或歪曲误读中国

治霾举措及治污进展的做法短期内或难改变，而我们能

做的就是改变自己。我们在对外报道雾霾问题时，要确保

全面、客观和平衡。避免仅仅停留在揭露和反映问题的浅

层次，要注意挖掘污染的深层次原因，并全面解读、阐释

雾霾原因及中国政府的治霾政策和举措，以填补外媒报

道留下的空白，让国外受众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的

环境问题，进而扭转外媒“误读”对我造成的不利影响。

提升专业性，确保报道的真实和准确。“信息传播失

当，同样有可能引发国家形象危机”②，不论是媒体有意

为之，还是由于新闻工作者缺乏专业知识所致，有失规范

的新闻报道的传播不仅会误导受众，而且会授人以柄，引

发外媒炒作，最终沦为其批评或丑化中国的工具。《纽约

时报》2013年11月6日的一则报道中就提到了一个有关中

国媒体炒作本国雾霾的例子。文章称，中国新闻网站根据

《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发表题为《气候变化绿皮书

称雾霾会影响生殖能力》的报道，受到国内媒体的广泛转

载，而且仅新浪新闻门户网站上转载的一个版本就被评论

了上万次。其实，该《绿皮书》重点介绍的是近50年来中

国雾霾天气的总体情况，关于其对人体健康尤其是生殖

能力的影响只是顺带一提，而国内媒体却避重就轻、断章

取义，发表了不够规范的报道，最终落为外媒的口实。因

此，中国媒体在对外环境报道中，要提升专业性，确保新

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绝不可为吸引眼球或博取外媒

“夸赞”，刻意制造噱头，扭曲事实本身。

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39页

程曼丽：《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

责编：李倩

①

②

「注释」


